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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時期的印尼政治領導人致力於推動善治與反貪，而要達到那些目標皆須仰賴課責機構。當檢察總長辦公室與法院等傳統課責機構常因效率低落而遭到批評，設立特別課責機構成為印尼政府的補救方法。在諸多為反貪污而設立的特別課責機構中，根除貪汙委員會(KPK)與貪污法院(Pengadilan Tipikor)被普遍視為印尼反貪污的最後希望。訪談資料顯示多個以雅加達為據點的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那兩個課責機構的成立。然而，那類非政府組織尋求事前課責的活動尚未獲得注意，因此，此次研究將深入分析根除貪汙委員會委員遴選與貪污法院法立法這兩個個案。
    此次研究有三點發現。首先，法令要求廣納社會參與和改革派領導人當權創造了參與的機會。其次，在與政府機關合作上的態度差異並未造成倡議型非政府組織與研究型非政府組織分裂，兩者反而合作而成為持續監督課責機構的社會力量。最後，非政府組織的參與除讓專業人士得以領導根除貪汙委員會，也讓貪污法院得以繼續存在。這些研究發現顯示以雅加達為據點的非政府組織會尋求事前(ex ante)課責。透過參與，它們不但讓印尼保有最後的反貪希望，也創造了有助於事後(ex post)課責落實的制度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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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介紹
    人民不該被定位為被統治者。許多案例已顯示人民有意願、能力與機會參與國家政策制定或執行。人民或其成立的組織為追求公共利益而與政府進行的互動正是公民參與這名詞所指涉的，而那類活動已被視為當今推動永續發展的必要選項(Reuben 2004 199)。當公民參與發生於當權者行使權力前或當下，其可視為非政府組織為尋求事前(ex ante)課責所進行的活動，不同於要求當權者為其行為或決定擔負責任的事後(ex post)課責活動。
非政府組織參與政府政策制定或執行的案例已可見於多個國家。IDS Bulletin第38卷第6期即收錄多篇專文，其討論的案例與教育、醫療與社會援助有關。那些研究顯示追求事前課責的活動會發生於非政府組織有意願且有機會參與時(Ackerman 2005; Jara 2007；Houtzager 2007；Gómez-Jauregui 2008；Mehtta 2007；Dowbor 2007；Chakrabarti 2007 96；Pande 2007)，非政府組織因參與決策經驗而產生歸屬感，進而持續監督政策的執行(Malena, Forster, et al. 2004; Houtzager and Joshi 2007)。政府官員與官僚則因非政府組織參與的事實而接受其成員為合作的夥伴，而非外來的監督者(Mehtta 2007)。藉由參與，非政府組織不但可讓政府所推行的計畫或政策符合人民實際需要，也可讓浪費公帑與侵占補助款等濫權問題大而減少。
相對而言，討論非政府組織於課責落實相關案例中的參與並不多見。課責落實相當依賴課責機構，而那指的是具備監督與(或)懲罰權的國家機構(O’Donnell 2006 337)，其包括行政、立法與司法機關以及為因應特定問題而設立的特別機構。那些機構可發展出相互與遞推兩種課責模式(Schmitter 1999)，進而讓所有國家機構及其成員皆處在監督之下。對非政府組織而言，啟動課責機構是一項重要課責策略，而當前文獻多在討論非政府組織如何策略來尋求事後課責(Lemos-Nelson and Zaverucha 2006；Calvancanti 2006；Smulovitz 2006；Peruzzotti and Smulovitz 2006；Houtzager and Joshi 2008)。非政府組織在課責機構相關政策或活動中的參與則尚未獲得深入分析。
討論那項問題有其重要性，因為許多課責機構事實上並無法發揮既定功能。導致那結果的因素可能是其缺乏日常營運所需的資源與落實課責所需的權力(Grau 2006)，或是其領導人沒有落實課責的意願。在那情況下，啟動課責機構對非政府組織而言並非是個有效的策略。雖然非政府組織有可能運用媒體化或社會動員等策略來達到相同的目的，但因為課責機構擁有強制國家機構及其成員負責的權力，部分甚至可以直接制裁濫權者，因此，課責機構仍是非政府組織追求課責落實時所不可或缺的。因此，解決課責機構無法發揮功能的問題應是值得非政府組織的努力。
   『非政府組織參與可讓課責機構發揮功能』是此次研究所討論的命題，基本假設是所有非政府組織皆有機會與意願參與可讓課責機構發揮功能的活動，而其參與可讓課責機構擁有落實課責所需的領導人與權力。此次研究將透過探索印尼非政府組織所從事的參與活動來檢驗前述假設。印尼於一九九八年後步入改革時期，而非政府組織是當地相當活躍的課責力量，部分熟悉治理議題與具備專業能力的非政府組織甚至已是印尼政府的諮詢對象，並且頻繁地參與政策制定、草案研擬與政策社會化等活動(Lindsey 2004 29-30)。
    考慮到與課責機構相關的活動屬於國家層級，因此，此次研究僅鎖定以首都為據點的非政府組織，參訪的非政府組織有ICW(Indonesia Corruption Watch)、KRHN(National Legal Reform Consortium)、LeIP(Institution of Study and Advocacy for Court Independence)、MTI(Indonesia Transparency Society)、PSHK(Indonesia Policy and Law Study Center)、TII(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Indonesia)與YLBHI(Foundation of Indonesia Legal Aid)。關注課責機構表現、組織規模完整、成員專業能力夠、負責程度高與經費充足是那些非政府組織的共同點，對政府機關與官員合作的態度與活動方式則是其差異之處。據此差異予以概略區分，ICW與KRHN屬採取施壓、揭弊與示威等手段的倡議型非政府組織，其餘非政府組織則屬於偏重從事研究活動的研究型非政府組織。
    此次研究所將討論分別與根除貪汙委員會(KPK)與貪污法院(Pengadilan Tipikor)有關的個案。根除貪汙委員會與貪污法院皆屬於特別課責機構，其成立目的在彌補檢警與法院等傳統課責機構在反貪污表現上的不足。這兩個特別課責機構需執行的職務、擁有的權力與所面臨的挑戰並不盡相同，而此次研究僅各選一個重要階段進行觀察。在根除貪汙委員會個案上，此次研究觀察委員遴選階段。在貪污法院個案上則選擇觀察其專屬法令的草案準備階段。
此次研究有三點發現。首先，領導人是印尼非政府組織獲得參與機會的關鍵。其次，受訪的非政府組織成員多願意掌握參與的機會，但其在態度上存在些微差異。第三，最後，非政府組織的參與讓課責機構擁有落實課責所需的領導人與權力。這些研究發現將有助於豐富學界對印尼反貪污運動的理解，並且擴大社會課責研究的範疇。
以下三節將解釋前述發現。第二節將簡略地討論印尼課責機構於改革時期所面臨的問題與其在反貪污上的表現。第三節與第四節將深入個案，依序討論非政府組織在根除貪污委員會委員(KPK)遴選與貪污法院(Pengadilan Tipikor)法草案制訂中的參與。第五節則是總結研究發現並分析其對印尼反貪污研究與社會課責研究的貢獻。
貳、改革時期的印尼課責機構

        印尼是個三權分立的國家，行政、立法與司法機關應各自獨立並相互監督，但在已故總統蘇哈托的主政下，一九九八年前的立法與司法部門非但並不獨立，也無法有效地監督行政部門，以至於侵犯人權與貪污等濫權行為頻繁地出現。
    印尼於蘇哈托下台後步入改革時期，立法機關的地位與權力強化優先獲得重視(Ramage 2007)。公平與公開的選舉賦與立法機關正當性，修訂後的一九四五年憲法賦予立法機關更多讓國家正副元首為其行為與決定負責的權力，一九九九年第二十二號法令則賦予地方議會監督與制衡地方政府首長的權力。影響所制，改革時期的各級政府首長難以操弄選舉與支配民意機關，其反而必須定期報告施政情況並面臨龐大的監督壓力。
身為民主體制下的民意機關，國會與各級議會有監督行政機關的合法性與正當性，而最理想的情況是議員為公共利益而堅定地行使監督權。雖然研究顯示改革時期的國會與各級地方議會議員相當頻繁地使用其課責權力，但諸多案例顯示許多民意代表視其所擁有的課責權力為交易籌碼，並且貪婪地用權力交換金錢或政治利益。在此同時，多個案例也顯示地方政府首長與政府部會官員樂於賄賂國會與議會內的民選代表以規避責任
。
當立法與行政機關皆為貪汙所染，反貪污須仰賴司法機關。貪汙屬於刑事犯罪，刑事案件的調查屬於檢警雙方的工作，法官則是負責針對檢察官所起訴的貪汙案件做出判決。但印尼司法機關過去長期存在缺乏效率、專業與獨立性的問題(Srinivasan,2002:112; Stockmann,2009:57)，那些問題因司法改革的步調緩慢而沿襲至今(Widjaja 2003:414)。在此同時，司法人員的操守與誠信也屢遭質疑(Reksodiputro 2002)。當地人民普遍相信『司法黑手黨』 (Mafia Peradilan)的存在
，而若前任最高法院輔佐院長(Junior Chief)Asikin Kusumah Atmadja的批評屬實，司法黑手黨至少包括半數的法官(LeIP, MTI, PSHK and TGPTPK, 2002:4)。而經常可見的警員公然索賄現象與屢遭揭發的檢察官收賄弊案則顯示檢警單位同樣為貪汙所染
。Widjaja (2003:427)即表示『印尼的司法體系僅是個與領導菁英勾結的象徵，其內部充斥著黑手黨似的貪汙行為。』勢力龐大的司法黑手黨不僅毀壞印尼司法機關的公正性和可信度(Reksodiputro 2002:33)，並恐嚇與脅迫清廉的執法人員，而這阻礙司法機關的良性新陳代謝
。影響所致，收賄以換取個人利益的濫權行為已被廣泛地接受為『是個正常的互惠及取得額外津貼的過程，或就是個行事方式，並非貪污』(IMF 2005 iii)。 

    報導與調查結果顯示印尼司法機關所獲得的評價相當低。國際媒體與組織皆曾印尼傳統課責機構表現做出負面評語。一位紐約時報記者稱『在印尼，司法是極容易受到影響的』
。香港的政治經濟風險顧問公司(PERC)於二ＯＯ二年表示印尼的『整個法律體系亟需徹底檢查』
。二ＯＯ六年的印尼貪污認知(Indeks Persepsi Korupsi Indonesia 2006)報告則顯示，在商人與警方及法官的互動中，超過半數涉及賄賂且多是執法人員主動要求的(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Indonesia 2006:18-19)。二ＯＯ四年全球貪污量表(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 2004 18)報告顯示受訪的印尼人民認為司法與立法機關最為貪汙
，這個報告結果顯示印尼人民對司法機關的信任度相當低
。
顯然，改革時期的課責機構非但無法解決貪污問題，其本身也是貪污問題的一部分。要讓課責機構發揮應有的功能需藉由兩個方法。其一是讓既有的課責機構進行內部改革。多個傳統課責機構本身也有多項改革動作
，如最高法院於二ＯＯ三頒布首部藍皮書，該文件中明載最高法院內部改革的步驟與領域，其也設立改革小組以協調改革與進行成效評估；檢察總長辦公室於二ＯＯＯ年首度接受外部稽核(ADB 2000)，檢察總長也於二ＯＯ四年下令縮減檢察官的裁量權
，藉以減少檢察官濫用停止調查權(SP3)以替貪汙犯護航的機會。
另一個方法則為設立特別課責機構。印尼政府於一九九八年至二ＯＯ九年這段期間為反貪污共設立十餘個特別課責機構(見表一)。聯合反貪污小組、公務員財產審核署、貪污法院、根除貪污委員會與反貪污小組是專為反貪污而設立。印尼金融交易報告與分析中心、證人暨受害者保護署、資訊委員會與印尼調查官署則是具備協助反貪污功能。司法委員會、檢察官委員會與警察委員會的設立即是為了監督檢警與法官。其中，最知名且具代表性的是根除貪汙委員會與貪污法院。
	表一、印尼政府於改革時期為反貪污目的而設的特別機構

	中文譯名
	成立
	原始名稱
	備註

	聯合反貪污小組
	2000
	Tim Gabungan Pemberantasan Tindak Pidana Korupsi 
	已於2001年解散

	公務員財產審核署
	2000
	Komisi Pemeriksa Kekayaan Penyelenggara Negara
	後與KPK合併

	國家視察官委員會
	2000
	Komisi Ombudsman Nasional
	後改名為印尼視察官署

	根除貪污委員會
	2002
	Komisi Pemberantasan Korupsi
	

	印尼金融交易報告與分析中心
	2003
	Pusat Pelaporan dan Analysis Transaksi Keuangan
	

	貪污法院
	2004
	Pengadilan Tindak Pidana Korupsi
	

	司法委員會
	2004
	Komisi Yudisial 
	

	檢察官委員會
	2005
	Komisi Kejaksaan
	

	警察委員會
	2005
	Komisi Kepolisan Nasional
	

	根除貪污小組
	2005
	Tim Pemberantasan Korupsi
	已於2007年解散

	印尼視察官署
	2008
	Ombudsman Republic Indonesia
	

	證人暨受害者保護署
	2008
	Lembaga Perlindungan Saksi dan Korban
	

	資訊委員會
	2009
	Komisi Informasi
	


資料來源: 作者自行整理 

参、根除貪污委員會委員遴選 

一、 根除貪污委員會︰印尼史上最強大的反貪污機構
根除貪污委員會是改革時期第四個為反貪污而設立的特別機構
，但卻是最獲人民期待的一個，因為前三個特別課責機構皆有缺乏權力與地位不穩的問題
。前任根除貪污聯合小組主席Adi Andojo Soetjipto即公開批評改革時期首三個反貪污機構缺乏反貪污能力，並主張新成立一個地位穩固、擁有權力且能獨立執行任務的機構取代
。
非政府組織的態度與Soetjipto相同。ICW、PSHK、MTI、LeIP等非政府組織合組『推動根除貪污委員會非政府組織聯盟』(Koalisi Ornop untuk Komisi Pemberantasan Korupsi)，而在其於二ＯＯ二年二月十五日的聯合聲明中提到:『執法機構缺乏反貪污的能力與意願是導致貪污猖獗的首要原因。以致於將從有效反貪中受惠的社會大眾渴望獨立、專業且負責的根除貪污委員會』
。部分非政府組織成員甚至稱其為印尼反貪污的最後希望
。
人民代表議會於二ＯＯ二年通過第三十號法令以做為成立根除貪汙委員會的基礎
。根據該法，根除貪污委員會為獨立的國家機構(第三條)，其任務在協調反貪作為，監督各政府部門、進行貪污案件的調查與起訴與預防貪污的出現(第六條)，為執行前述任務，根除貪汙委員會有權接手檢警無法有效處理或有外力干預的貪污案件(第九條)、竊聽與密錄貪污嫌犯的對話，要求權責單位凍結嫌犯的銀行帳戶、限制其出境與暫時停職(第十二條)。該法賦予根除貪汙委員會調查貪污案件所需的權力，多項權力是與檢察官與警察相重疊。關於這點，很多觀察者主張那是在改革時期脈絡下的必要作法。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Achmad Ali 表示『很多人懷疑該委員會的任務將會與警方與檢察官重疊，但對我而言，對根除貪汙委員會的需求出現正顯示前述兩個機構的失敗
』。
強大的根除貪汙委員會須在具備專業、誠信與反貪意願的領導人下才能有效執行任務。在改革時期的脈絡下，根除貪汙委員會的首任領導人除肩負制度建立的任務，且須立即展現反貪能力以恢復人民的信心，而二ＯＯ二年第三十號法令將遴選領導人的任務交給遴選理事會
。依法，行政部門必須成立涵括社會與政府代表的遴選理事會(第三十條)，其任務在接受申請、資格審核與安排測驗，整個遴選過程必須透明與公開(第三十一條)。遴選理事會最終呈交十位候選人名單給總統，國會從總統轉交的候選人名單中選出五位為根除貪污委員會委員，其地位在總統任命後確立
。
顯然，遴選理事會位居關鍵。若其所推薦的候選人皆是公正，專業且具誠信的，任何一位被國會選擇的人皆足以領導根除貪污委員會
。關注反貪進度的非政府組織了解遴選階段的重要性，而如下一小節所討論的，其成員在那階段有既深且廣的參與。
二、非政府組織的多元參與 

(一)遴選理事會內
非政府組織在根除貪汙理事會中的參與可分從其在遴選理事會內與外的活動中觀察。首屆根除貪汙委員會委員遴選於二ＯＯ三年九月二十一日開始，遴選理事會由長期關注反貪污議題的Romly Atmasasmita教授主持
。Romly當時為隸屬於司法暨人權部的一般法律管理局局長，雖是政府官員，但他與關注司法改革與反貪污的非政府組織保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
。他任命六位社會代表為遴選委員，其中包括YLBHI 創辦人Adnan Buyung Nasution，和TII 秘書長Todung Mulya Lubis。這六位社會代表與八位官方代表合組負責推薦首屆根除貪污委員候選人的遴選理事會。
此外，Romly也延攬多位MTI與TII的成員以組成附屬於遴選理事會的技術小組，該小組的主要職務為提供專業協助，那包括籌畫遴選辦法、投訴機制、檢視申請人資格等
，遴選時間短促與希望根除貪汙委員會儘快運作是那些非政府組織加入技術小組的主要原因(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Indonesia 2003)。   

    不同於參與技術小組的非政府組織成員，Adnan與Todung是擁有投票權的遴選理事會成員。他們擁有多重身分，除了是活躍的非政府組織成員，其也分別是知名的法學專家與執業律師。雖專業能力是其獲得邀約的原因，但其皆自認為代表非政府組織參與以履行公民權利。如Todung表示       

根除貪污委員會法上已明定遴選理事會必須包含社會代表，總統和政府皆應依法行政。我曾參與根除貪污委員會法的討論並提供建議，因此，當有需要成立遴選理事會時，司法暨人權部邀請我參加。我很高興地接受邀約。[關於我的角色]，我是非政府組織成員也是一名專業人士，不過大多數人認為我屬於前者。我也自認在遴選理事會的角色更像一名非政府組織成員，而非專業人士
。 

    豐厚的薪資與強大的權力吸引數百人提出申請
，其中，相當高比率的申請人具備檢警背景，那些申請人是否適合領導根除貪汙委員會在非政府組織間引起討論。當ICW等非政府組織表態反對具檢警背景的人領導根除貪汙委員會時，Adnan與Todung卻是持相反的立場。Adnan 表示    

我知道一些非政府組織非常討厭警察和檢察官，但我本身持不同意見。我們應該接受每個人，即使他是警察和檢察官，我們不應該限制警察和檢察官的機會，反而應依循民主的模式而開放。你不能認為全部的警察和檢察官都是貪汙的。[就我所知]，很多檢察官是誠實的，但他們從未為人所知。恐懼讓他們選擇沈默。警界的情況也一樣，那裡仍有很多清廉的人。我們應該持開放態度，通則化是不公平的。如果所支持的人是 [反政府的]，他們將可能會 [建立一個]無國家的社會，那將是個問題。我選擇與不好的人對抗，但對好人保持友善並給予建議以讓他們得以前進。避免通則化是更有效的方法，我們將可免於豎立敵人
。 

    遴選的最後一個步驟是決定推薦的人選。遴選理事會於討論推薦人選時是不公開的，而基本上，遴選理事會的決議是採共識決原則，除非遇到難以妥協之處才改以投票決定
。因此，在一般情況下，占有多數的官方代表並無法支配遴選理事會的決議。而事實上，依據Adnan的觀察，當時遴選理事會內的所有官方代表皆保持中立，並未企圖操控遴選理事會。他說道 

[沒有外部]力量敢干預2003年的根除貪污委員會委員遴選，即使部長和總統也一樣。當時群眾擔心[遴選]委員會將選擇總統所偏好的人選。但實際上，我們當時並沒有任何早已屬意的人選。所有遴選委員一起向主祈禱最佳的人選。我們沒有口袋名單，我們就這樣開始。我很高興看見 [遴選理事會]裡的政府代表態度皆相當開放，並且不願意選擇任何與總統接近的人選。從他們的回應中，我們知道他們是誠實的
。

    綜合前述，Adnan與Todung皆認為接受邀約而成為遴選理事會一員是履行公民權利。雖身為社會代表，但並不刻意排除具檢警背景的申請人。在沒有外力介入與官方代表保持中立下，他們並不需要與官方代表對抗，反而可與之合作以選出足以領導根除貪汙委員會的人選。換言之，發生於其它參與個案中的官方代表操控決策的問題(Olken 2007; Veron, Williams, et al. 2006; Grimes 2008)並未發生這個個案中。 

(二)遴選理事會外
    當部分非政府組織成員選擇加入遴選理事會，其它非組織成員則從事其它參與活動，提出申請以角逐根除貪汙委員會委員一職即是其一。當時提出申請的有YLBHI前任主席Bambang Widjojanto、MTI成員Amien Sunaryadi與TII成員Erry Riayana Hardjapamekas等人。Bambang是當地知名的人權律師，其曾於新秩序時期發動多次與當權者直接對抗的活動
。對於其提出申請的理由，Bambang表示   

在改革時期，我們相信我們有空間並且能夠推展我們的理念並讓公民社會更為強大。我們不僅在[政府機構]外活動，並且進入[政府機構]內。是的 !我要成為政府機構的一員，但我的[目的]是要從內部推動改革
。加入根除貪污委員會是個機會。 

	表二、非政府組織於首任根除貪汙委員會委員遴選中支持的候選人

	名字
	備註

	Marsilam Simanjuntak 
	法律顧問

	Bambang Widjojanto 
	ICW道德委員會成員/律師

	Iskandar Sonhaji 
	ICW道德委員會成員/律師

	Amin Sunaryadi
	MTI成員

	Erry Riayana Hardjapamekas 
	TII成員


資料來源: Anung Karyadi  

    Bamabng提出申請獲得許多非政府組織的支持，它們除了彙整申請人過往紀錄給遴選理事會，也積極遊說其選擇他們所支持的申請人
。表二所列為非政府組織於二ＯＯ三年根除貪汙會委員遴選過程中所支持的申請人名單，其中，他們最屬意的是Bambang，但其也了解Bambang深具爭議性而無法獲得遴選委員認同，因此，他們將遊說重心放在讓其它人選當選上
。非政府組織成員相信採取前述策略是必要的，因為政治干預曾出現於其它課責機構成員的遴選過程
。然而，遊說遴選理事會選擇特定人選的作法本身也是一種干涉，針對這點批評，ICW成員Adnan Topan Hosodo表示 

你可以說 [我們試圖干涉]，但是差別在於我們能保證我們所推薦的人選是具備誠信和願景的。政黨和政治精英可能做不到這樣。當時的KPK吸引相當多人目光，我們必須使[與貪汙犯同一陣線者得以支配KPK]的可能性減到最小
。

    就非政府組織所支持的人選背景論，並沒有具檢警背景的申請人獲得非政府組織的支持
。對此，ICW主席 Danang Widoyoko解釋道   

我們不支持傳統執法機關成員去領導根除貪污委員會，因為我們懷疑他們是否真的能夠監督他們曾服務過的執法單位，更不用說認真地進行制裁。在此同時，印尼執法機構內的貪汙猖獗，我們怎樣能把這新且強大的執法機關交給早已習慣於貪汙陋習的人呢
?  

    Danang的觀點反映部分非政府組織對傳統執法人員的不信任，而這與擔任遴選委員的Adnan有著根本的差異。然而，這項差異並未引發非政府組織間的衝突，至少，未見不同立場的非政府組織在這議題上相互攻訐。
(三)遴選過程與結果
    在經近六十個工作天的努力後，遴選理事會於二ＯＯ三年十二月六日公布其推薦的名單(見表三)，而Adnan認為遴選理事會所推薦的十位候選人皆足以領導根除貪汙委員會
。非政府組織所支持的候選人中僅Bambang並未獲得推薦，即便如此，其仍稱許該次遴選過程為改革時期最公平與透明的一次
。
	表三 首屆遴選委員會推薦的十位候選人名單

	
	姓名
	備註

	非政府組織支持
	Amien Sunaryadi(42)*
	MTI成員

	
	Erry Riyana Hardjapamekas(24)*
	TII成員

	
	Iskandar Sonhadji SH
	律師

	
	Marsilam Simandjuntak
	法律顧問

	無
	Chairul Imam
	檢察官

	
	Momo Kelana MSi
	警官

	
	Moh. Yamin SH.
	檢察官

	
	H. Syahruddin Rasul SH(39)*
	財政部官員

	
	Tauifiqurrahman Ruki(43)*
	警官

	
	Tumpak Hatorangan Panggabean(26)*
	檢察官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 獲選為根除貪汙委員會委員。括號內數字為其所獲得的選票數。 

    總統將遴選理事會推薦的名單轉呈給國會第二委員會(負責法律與內政事務)進行最終審查與選出五位委員。第二委員會先是成立由十八位國會委員組成的小組以面試候選人，而後交由全體四十四位委員透過投票確認人選。投票結果是退休警官Tauifiqurrahman Ruki以四十三票高票當選，其而後更獲得三十七張票支持而當選首任根除貪汙委員會主席。在非政府組織所支持的四位候選人中，Amien Sunaryadi與Erry Riyana Hardjapamekas分別以四十二張與二十四張選票順利當選。
非政府組織可透過Amien Sunaryadi與Erry Riyana Hardjapamekas影響根除貪汙委員會在貪污案件上的調查嗎?答案是並不盡然。任一根除貪汙委員會委員皆具執法人員與政府官員的身分，因此，他們必須遵循多項行為規範，那包括不能隨意洩漏機密或干預司法程序。Amien Sunaryadi即表示  

[成為根除貪汙委員會委員是與非政府組織維持獨立的原則相抵觸的]，因為一旦成為執法人員，你必須遵循規章與行為守則並且服從指揮。他必須切斷[與其原先所屬之非政府組織]的關係。如果非政府組織成員於成為執法者後仍延續先前的行為方式[例如，與其他人自由地分享訊息]，他們是牴觸法律的
。  

    但在不牴觸法律的前提下，Amien Sunaryadi與Erry Riyana Hardjapamekas則可扮演根除貪污委員會與非政府組織間的橋樑。Erry說道
我自一[上任]開始就鼓勵非政府組織與根除貪污委員會接觸。雙方有許多領域可以合作，而我可以扮演兩者之間的橋樑。事實上，非政府組織曾提出許多相當好的建議，而透過我，若干建議最終獲得採納而成為根除貪污委員會的計畫或政策
。  

肆、貪污法院及其相關法令制訂

一、貪污法院: 零寬容表現的特別法院 

    貪污法院(Pengadilan Tindak Pidana Korupsi, Pengadilan Tipikor)為附屬於中雅加達地方法院的特別法院，對一般法院的表現不滿是其成立的主因。批評者認為一般法院在貪污案件上經常做出富爭議性的判決。許多貪污嫌犯獲得當庭釋放，獲判有罪者的刑期也往往較法律所規定的更為輕微。那些富爭議的判決遭質疑為職業法官收賄的結果。若質疑屬實，為反貪汙所做的努力將於法院階段功虧一簣。聯合反貪污小組成員 Chalid (2001 24)因而曾言一般法院為印尼『反貪污努力的最大威脅』。
    成立貪污法院以專職審理貪汙案件的聲音於改革時期始終存在。最終，二ＯＯ二年第三十號法令納入成立貪污法院的條文(第五十三條)
，貪污法院也於二ＯＯ四年開始運作，專門審理根除貪污委員會所起訴的貪污案件。
   貪污法院的表現優於其一般法院。根據ICW的調查，貪污法院於二ＯＯ五年至二ＯＯ八年期間對其審理的貪污案件皆做出有罪的判決。反觀一般法院所審理的貪污案件中仍有四成獲判無罪
。而就制裁內容論，貪污法院的判決也較一般法院來的嚴厲
。貪污法院的表現對潛在的濫權者釋出一項警告，即一旦他們所涉的貪污案件被根除貪污委員會起訴，貪污法院將會給予嚴厲的制裁
。貪污法院成為根除貪汙委員會的最佳搭配，其也贏得印尼民眾的普遍支持
。。
    非政府組織將貪污法院的表現歸功於特別法官與有利於其主導判決的安排。不同於職業法官，特別法官是因擁有特定領域的經驗與專業知識而被招募來審理特別犯罪案件。在改革時期的脈絡下，招募特別法官有其必要性，因印尼民眾對職業法官的信任度相當低且審理貪汙案件需要專業知識
。審理貪污案件的特別法官由最高法院院長推薦並由總統任命
，在遴選理事會以高標準挑選下，首任審理貪汙案件的特別法官皆符合專業資格與具備誠信
。
    貪汙法院內的特別法官被賦予眾望，而法官團的組成讓其可主導判決。二ＯＯ二年第三十號法令第五十八至第六十條規定，審理貪汙案件的法官團由三位特別法官(hakim ad hoc)與兩位職業法官組成
。法官團僅能做出單一判決
，因此，享有人數優勢的特別法官得以主導判決，而非政府組織稱許那樣的安排有利於減少爭議性判決。KRHN成員Kandi表示 

地方法院並沒有特別法官，但貪污法院有。地方法院無罪開釋多位貪污嫌犯，但沒有任何一位經貪污法院審理的貪汙嫌犯得以以無罪之身離開法院。如果貪污法院的法官團組成讓職業法官的數量超過特別法官，貪污法院的表現可能不會像我們所看到的那麼好。相當明顯地，特別法官的存在與允許其數量超過職業法官是導致這差別的關鍵因素
  

    然而，貪污法院於二ＯＯ六年遭遇兩項挑戰，第一項挑戰源於憲法法院的一項裁決。該院裁定依據二ＯＯ二年第三十號法令同時成立根除貪污委員會與貪污法院違憲
，因此，貪污法院最遲須於二ＯＯ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前擁有專屬法令，否則將須解散
。第二項挑戰源自於印尼國會於二ＯＯ六年批准聯合國反貪污憲章 (UNCAC)
。為將該憲章內揭櫫的原則與理念併入印尼法令，一九九九年第三十一號法令必須再度修訂
。由於該法詳載貪汙案件調查、起訴與相關懲處的條文，因此，其修訂後的內容也會影響貪污法院。
    前述兩項挑戰皆與法令有關，肯定貪污法院表現的非政府組織自然希望該機構能夠持續運作、特別法官能繼續存在並保有其在法官團中的主導地位。因此，它們不僅關注前述兩項法令的制定與修訂，並且積極地發揮影響力。下一小節即討論非政府組織於那兩項法令草案準備階段所從事的活動。
二、非政府組織的活動
    立法為國會獨享的權力。整個立法過程包括籌畫、準備、討論、通過與公布等多個階段，其中，最重要的是準備與討論那兩個階段。提出草案是準備階段最主要的活動。依二ＯＯ四年第十號法令，國會與總統皆有權提出草案(第十九、二十條)，總統指派與草案相關的部會首長與國會議員討論草案內容，唯有雙方皆同意的草案可經總統公布為正式法令
。
    依法，印尼人民於整個立法過程的參與空間相當有限。若根據二ＯＯ四年第十號法令的規定，印尼人民於立法過程中的參與僅限於在準備與討論階段透過口頭與書信的方式提供意見(第五十三條)。然而，隨著政府官員的態度與非政府組織的能力於改革時期有所改變，非政府組織在立法過程中的參與並不僅侷限於表達意見而已。Partnerhip 顧問Dadang Trisasongko即表示  

四年前，非政府組織是相當難以影響立法過程的，因為偏見同時存在於政府與社會中。然而在多次接觸與對話後，情況已出現轉變。我想許多政府官員，特別是部會首長的下屬，已經更容易與人民進行討論。這部分是因為ICW與其他非政府組織已經建立起聲譽。在此同時，官方的法令制訂小組並沒有其它選擇，因為其有時也不信任其所諮詢的專家學者，並已發現許多專家本身就有誠信問題，因此，許多政府官員對與非政府組織討論持開放態度，並且願意結合各造的觀點。

貪污法院法草案
    由於貪污法院的存廢與各自關注的議題有關，ICW、PSHK、LeIP等二十餘個非政府組織合組拯救反貪污聯盟(Koalisi Penyelamat Pemberantasan Korupsi)
。KRHN成員Kandi表示
雖然關注的焦點有所不同，但非政府組織會在特定議題上合力進行抗爭。以貪污法院法為例，因為憲法法院裁定其必須擁有專屬的法令[才出現制定貪污法院法的必要性]，而KRHN對所有有關憲法法院的議題皆有興趣，[因此我們加入這個聯盟]。ICW會參與則是因為貪污法院的存廢直接關係到印尼的反貪污抗爭；PSHK 與 LeIP 的參與則是因為其目標皆是讓法令趨於完整
。      

    非政府組織自行籌設草案準備小組，其目的是要制訂一份非政府組織版的貪污法院法草案，並藉以遊說行政部門接受該份草案。該工作小組的成員並不局限於來自非政府組織，Romly Atmasasmita教授與時任根除貪汙委員會副主席的Amien Sunaryadi也是該工作小組的成員
。如同在根除貪污委員會委員遴選個案中提到的，Romly與推動司法改革的非政府組織維持著相當緊密的合作關係。也因為其熟稔貪污相關議題，因此，當司法暨人權部長成立草案準備小組時，Romly也被任命為該小組的主持人
。非政府組織因而對官方版的貪污法院法草案投以期待。
    Romly 並未邀請非政府組織成員參與其主持的貪污法院法草案準備小組，但他提供非政府組織該小組內所討論的內容
，因此，即便草案準備小組的討論並未開放群眾參與，但非政府組織得以迅速了解草案制訂的進度與爭論的議題所在，其因而可針對與其理念衝突之處進行遊說與施壓。最終，Romly所主持的草案準備小組將許多非政府組織的建議納入貪污法院法草案中，而據Dadang Trisasongko的觀察，近九成的草案內容源自非政府組織的建議
。  

    雖然相當高比率的建議獲得採納，但官方的貪污法院法草案內容中仍有若干條文與非政府組織的期盼相衝突。除了地方貪污法院的設置外，最富爭議的條文有關於法官團的組成(見表四)。此次研究的所有受訪者皆堅持須保留特別法官與職業法官的固定比率，然而，官方的法令草案明訂該比率由一般法院院長或最高法院院長決定
。這項條文引起廣泛的批評。如Gajah Mada大學研究員Zainal Arifin Muchtar即表示
該條文是相當冒險的!為何我們要KPK?為何我們支持這在反貪污努力上的突破? 難道這僅是因為我們不信任包括法院在內的舊機構擁有能力可以反貪污嗎? 如果貪污法院的法官團組成由地方法院院長決定，你可以想像將會發生何種事。他們將會挑選不具備分析貪汙案件技能的法官以便進行操控。那將削弱我們在反貪污上的努力。這是這法案中最危險的一項條文。

    貪污法院法草案於國會進行最後討論。非政府組織在這階段同樣扮演遊說者的角色，但其所遭逢的挑戰遠較先前階段來得多，這是因為印尼國會的法案審理效率相當低
，且多位國會議員正因涉賄而遭到根除貪污委員會調查
。不意外地，貪污法院法草案在國會審議階段面臨諸多批評。當非政府組織認為行政機關所提出的草案已削弱貪污法院的功能時，多位國會議員仍批評同樣的草案賦與貪污法院過多權力。面對來自國會議員的阻礙，非政府組織僅能利用公聽會與論壇等正式管道及與個別國會議員的關係來進行影響
。最終，貪污法院法草案於國會內經過十六個月的冗長討論後獲得通過
，而特別法院法官所占的比率仍由原先的固定制改為一般法院院長決定。
表四 貪污法院法爭議
	爭議點
	Law No. 30 of 2000
	NGO的主張
	Law No.46 of 2009

	地方貪污法院的設置
	無
	不需設立地方貪污法院
	貪污法院設立於每個省首府的地方法院內；貪污法院最遲須於法令公布後兩年內完成設立 (第35條)

	法官團的組成
	貪汙案件由兩位職業法官與三位特別法官合組的法官團審理與做出判決(第58、59與60條)
	條文需明文規定法官團內的特別法官人數應多於職業法官
	法官團人數最少三位、最多五位。法官團的人數與組成由各級法庭庭長決定(第26條) 


資料來源: 筆者整理
根除貪污法修正草案
司法暨人權部長也為修訂根除貪汙法成立專屬的草案準備小組，並任命Andi Hamzah教授擔任該小組主席。Andi是Trisakti大學的刑事法教授，但不同於Romly，Andi所提出的觀點並不利於根除貪汙委員會與貪汙法院。Andi認為貪污在印尼僅是個普通問題，因此，僅要交由一般法院審理即可。他質疑特別法官審理貪汙案件的能力，因此主張廢除特別法官
。此外，他也批評根除貪汙委員會為超級機構(superbody)，因此建議取消該機構的起訴權
。那些主張皆與非政府組織的期望有著顯著的衝突
。
即便存在前述衝突，Andi仍邀請ICW成員Emerson Yuntho成為法案準備小組一員，而此次研究的受訪者多認為該邀約的目的是為取得非政府組織的背書。ICW是個倡議型非政府組織，其成員多傾向不替他們所監督的對象工作，但Emerson那次允諾參與並獲得ICW的支持
。針對這點，ICW主席 Danang Widoyoko表示:『我們可以參加政府的計畫，而有時這樣的參與是好的。我本身可以是官方委員會或小組的成員，但我們堅持獨立性並僅作我們想做的。對我們而言，這樣的參與並不與獨立原則相牴觸，我們所堅持的是自由參加、自由退出。因此，當我們在一個官方機構裡工作，我仍認為我是個局外人，而當有爭議或意見不一致出現，我們就離開
』。顯然，ICW所堅持的是條件式參與原則，即其參與是不牴觸其理念為條件。其拒絕妥協並透過退出以避免替政府政策或決定背書。
不令人意外地，Emerson發現該小組所擬提出的草案內容與Andi相仿，因此，其決定半途退出。對於那項決定，Danang表示，
[爭議點在於其它修訂小組成員]不願意讓根除貪污委員會繼續擁有起訴權，而僅保留了調查權。他們希望讓貪污不再是特別的犯罪，而當貪污不再是特別犯罪，就不需要根除貪污委員會了。 他們同樣希望解散貪污法院，或至少解除特別法官的職務。當然，我們並不同意他們的說法，因此，我們要求Emerson退出並開始制定根除貪污法草案的社會版本
。

同聯盟的其它非政府組織也堅決反對草案準備小組解散貪污法院與廢除特別法官的主張
，而那立場並獲得社會大眾的普遍支持。一份由Kompas於該爭議爆發後所進行的民調顯示，多數受訪者認為職業法官仍受到政治與物質利益所影響，因此認為貪污法院與特別法官的存在對反貪污有其必要性
。
最終，準備小組所提出的根除貪污法修正草案並撤銷根除貪汙委員會起訴權、解散貪污法院與排除特別法官的條文
，這樣的結果對非政府組織成員而言是象徵性的勝利。該草案至今仍在國會審議中。 
伍、分析與結論

    此次研究擬討論『非政府組織參與可讓課責機構發揮功能』這項命題，基本假設是所有非政府組織皆有機會與意願參與讓課責機構發揮功能的活動，其參與將可讓課責機構擁有落實課責所需的領導人與權力。藉由探索印尼非政府組織於兩個特別課責機相關活動中的參與，此次研究有三項發現。
    首先，領導人提出邀約給予非政府組織參與的機會。雖然，在根除貪污委員會個案中，是保障社會代表參與的條文提供了機會，但因相關法令並未明確規定社會代表須具備的條件、身分與所占的比率，因此，最終決定權仍歸於總統任命的遴選理事會主席。
    根除貪汙委員會與貪污法院並非特例。事實上，領導人邀請也出現於證人暨受害者保護署委員遴選以及檢察總長辦公室內部改革計畫等其它個案中
。邀請非政府組織參與課責機構的改革或設置儼然成為改革時期的潮流。領導人提出邀約的原因除領導人本身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緊密外，也可能如Dadang所言是因為非政府組織在反貪領域已取得政府官員的信賴，但也不應排除領導人企圖藉由非政府組織參與以替其決定背書的可能性。
雖領導人邀約已趨於常態，但那並非非政府組織參與制度化。參與制度化可從非政府組織所占比率、身分與權力等面向觀察。透過參與制度化，非政府組織將得以持續地參與並握有明確的監督及斡旋權力。可惜的是，當前的印尼法規對於這些事項並未予以明確規範，以至於印尼目前仍未『建立完整的機制以讓公民社會在關鍵領域所提供的建議獲得採納』(Nyman 2009 68)。
    其次，印尼非政府組織多會接受參與機會，但其彼此間在參與態度上存在些微差異。研究型非政府組織視與政府代表合作是推行改革的必要選擇；看門狗型非政府組織則堅持條件式參與原則。態度差異所造成的影響呈現於與政府代表意見相左時的反應上。研究型非政府組織會選擇兩面策略，一方面持續溝通，一方面與透過看門狗型非政府組織進行批判；看門狗型非政府組織則會選擇退出以示拒絕替政府決策背書。
    對參與機會的態度差異並未造成非政府組織相互攻訐。非政府組織鎖定的共同目標是缺乏積極改革動力的課責機構，並視參與與否為機會限制與策略選擇的結果，因此，途徑與角色的差異並不影響彼此合作，非政府組織因而得以在多個課責機構改革與設置上發展出全面參與，而不僅是進行外部監督而已。
    第三，非政府組織的參與讓課責機構得以續存與擁有落實課責所需的領導人。在根除貪污委員會個案中，非政府組織的參與除提高委員遴選過程的透明度，協助遴選理事會推薦適任的候選人，並且讓該委員會成為會回應公民社會意見的課責機構。在貪污法院個案中，非政府的參與則讓貪污法院法得以續存，而特別法官的設置也未遭到廢除。
    此次研究將有助於擴展學界對印尼民間反貪污運動的了解。當前研究多著重於從事反貪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脈絡及內部問題(Khoirullah 2004; Lindsey 2002; Sinaga 2004; Zainal 2004;Abidin 2004; Widjaja 2003)，或關注於其尋求事後課責的活動(Chaniago 2003a; Chaniago 2003b; Hikam 1999; Davidson 2007)，並未針對非政府組織參與課責機構改革與設置進行深入探討。而本文顯示，因領導人支持與非政府組織傾向接受參與機會，改革時期的印尼非政府組織對課責機構的改革與設置上做出多點貢獻。因此，非政府組織不僅是看門狗，其也是改革時期課責機構改革與建立的主要推動者。換言之，當O’Donnell(2006 339)主張能夠有效執法的課責機構是社會課責的入門時，印尼非政府組織透過參與創造了有利於社會課責於改革時期落實的條件。
    此外，本文也有助於理解印尼公民社會與政府間關係於一九九八年前後的變化。以參與機會與非政府組織對參與的態度為變數會出現四種可能，下圖所示為這四種可能出現的條件。其中區塊A代表出現參與的機會而非政府組織成員願意接受該機會，這是非政府組織成員參與課責機構改革及設置的唯一情況。區塊B、C與D則代表非政府組織不參與課責機構改革的各種情況。根據Adnan Buyung Nasution的說法，非政府組織於新秩序時期從未有參與政府機構改革的機會
，而他們也不信任蘇哈托的威權政府
，因此，印尼非政府組織於新秩序時期參與課責機構改革與設置的情況落區塊D。至改革時期，雖然領導人提出邀約已漸為趨勢，但因名額限制等因素，多數非政府組織的參與情況落於區塊B。若將非政府組織於以區分，研究型非政府組織因視與政府代表合作為推動課責機構內部改革的必要條件，因此，其參與情況落於區塊A與B；看門狗型非政府組織則因堅持條件式參與原則而分落於區塊A、B與C。這模式於未來是否變化值得後續研究進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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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非政府組織參與課責機構改革與設置的可能性
來源: 作者自繪
    此次研究也有助於擴展社會課責研究。Peruzzotti與 Smulavitz所發展的社會課責研究在探索非政府組織如何對民意代表、政府官員、官僚與政府機關進行課責，但其所關注的是非政府組織揭弊、施壓與向課責機構投訴等活動(Peruzzotti and Smulavitz 2006 10)，並未論及非政府組織在課責機構改革與設置中的參與。對此研究侷限，Ackerman (2004 450)認為其反映了社會課責學者仍『期望並努力在國家與社會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
    然而，在貪污橫行的國家，課責機構可能本身即存在嚴重的貪污問題。當賄賂與否成為決議或行動的條件，課責機構向貪污官員進行課責的動機與效果是令人懷疑的。在此同時，若貪污陋習已充斥於內，單憑施壓與揭弊等方式難以讓課責機構徹底改變。因此，成為課責機構的領導人或是參與其內部改革計劃的推行是非政府組織須考慮的選項，畢竟那是最直接的影響方式。本文除顯示已有非政府組織採取參與途徑外，也點出可能影響非政府組織參與課責機構改革與設置的因素，那包括法令(是否保障社會代表的參與?)、領導階層的態度(是否支持社會代表參與?及如何定位參與的社會代表?)、非政府組織的態度(是否堅持條件式參與原則?及不同態度的非政府組織是否彼此合作?)與參與的模式(參與者是否僅與領導階層合作?)等。換言之，一個非政府組織參與課責機構改革與設置的成功案例是多項條件共同配合的結果。這歸納的研究結果除可解釋為何少有成功案例與相關討論外，也可為未來比較研究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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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Engagement and Accountability Institutions: 

The Study of Two Cases in Indonesia

Shangpo Hsieh(
PhD Candidate at ANU
Abstract

Indonesian political leaders in the Reformasi era endeavor to promote good governance and corruption fighting, and to reach those goals relies much on accountability institutions. While courts and other traditional accountability institutions are frequently under criticisms for the absence of efficiency and other problems, establishing special accountability institutions becomes the remedial measure. Among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in the Reformasi era, the Corruption Eradication Committee (KPK) and the Court for Corruption (Pengadilan Tipikor) are widely considered as the last hope. Data collected for this research show that several Jakarta-based NGOs particip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ose two accountability institutions. That type of ex ante accountability activities by NGOs, however, has not attracted attention. This research thus gives in-depth analyses of the two cases—the Selection of KPK commissioners and the legislation of Law on the Court for Corruption.  

This research has three findings. First, decrees that stipulate inclusion of social representatives i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pro-reform leaders create participation opportunities. Second, variances in attitudes toward cooperation with state institutions did not distance advocacy NGOs from research NGOs. They cooperated to form a sustained force to oversee accountability institutions instead. Finally, NGO activists helped not only professionals to lead the Corruption Eradication Commission, but also the Court for Corruption to remain. These findings show that Jakarta-based NGOs also sought ex ante accountability. Through participation, they not only kept the last hope of corruption eradication in Indonesia, but also created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avorable to the exercise of ex post accountability.   

Keywords: civil engagement, accountability institutions, NGOs, 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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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論文第四章第三節第一小節中有提到多個知名案例。


� 司法黑手黨指的是試圖影響案件的調查、起訴與法院判決以交換利益的一股勢力，其自一九五Ｏ年代後期即已存在於印尼的司法體系內(IMF 2005 5)，其核心是願意貪污的法官、警察與檢察官，各司法機關的行政職員則扮演司法黃牛的角色。


� 譬如，資深檢察官Urip Tri Gunawan於二ＯＯ八年因為收受六十六萬美元賄賂而遭判處二十年徒刑。見“Legal Experts Tell President to Fire AGO Prosecutors,” Jakarta Post, 2008年6月24日


� Hasil Hertanto，作者面訪，雅加達，2008年1月14日 


� 見“In Indonesia, Justice is Malleable,” New York Times, 2010年1月5日。  


� “Corruption Sustained by Political Ties,” Jakarta Post(Jakarta), June 4, 2002. 


� 全球貪污量表報告在呈現人民的認知，與顯示商人、分析師與其他專業人士的認知的貪污認知指數(CPI)報告有所不同。


� 見“Indonesian Government Must Ensure Anti-corruption Is Not Undermined,” URL: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_room/latest_news/press_releases/2009/2009_07_27_indonesia_president_yudhoyno. 點閱日期:2009年8月20日


� 在捐款組織、當地社會組織與部分政治精英的壓力下，印尼政府成立多個新的反貪污單位。例如，反貪污聯合調查小組的成立即是對IMF所提出的快速打擊貪污需求的回應(Chalid 2001 4)。 建立KPK則是為安撫社會大眾對改革初期反貪污改革不滿而做的回應。


� 在二ＯＯ四年前，檢察官擁有相當高的起訴裁量權，但那也引起諸如檢察官濫權以謀私利的弊端。因此，前任檢察總長Abdul Rahman Saleh於二ＯＯ四年下令限制檢察官的裁量權，並且命令檢察官向他報告案件處理進度(Saleh 2008)。    


� 見“Pemerintah Diminta Terbuka Soal Panitia Seleksi Pimpinan KPK”detikNews  26 April 2007


� 改革時期首三個未反貪污而成立的特別課責機構為根除貪污聯合小組、公務員財富審計署和國家調查員委員會。根除貪污聯合小組不是一個獨立的執法機構。它隸屬於檢察總長，主要功能是協調難以證明之貪污案件的調查和起訴。公務員財富審計署和國家調查員委員會則是獨立機構，但其僅擁有有限的權力。公務員財富審計署的主要功能是審計國家公務員和政府官員的財富，但是其並不能對拒絕提供財富報告的官員進行制裁。國家調查員委員會首要角色是接受公眾抱怨並且調查濫權，但是，如同公務員財富審計署一樣，其缺乏對濫權的國家公務員和官員制裁的權力。除了有限的權力外，前述三個反貪污機構中有兩個缺乏堅固的法律基礎。公務員財富審計署成立所依據的是一九九九年第二十八號法令；根除貪污聯合小組成立所依據的是二ＯＯＯ年第十九號政府規定；國家調查員委員會成立所依據的是二ＯＯＯ年第四十四號總統決定。根據二ＯＯ四年第十號法令制定法第七條，政府規章和總統決定在位階上皆低於法令和一九四五憲法。因此根除貪污聯合小組和國家調查員委員會的法律地位是會受到挑戰影響。實際上，根除貪污聯合小組的解散即是因為最高法院裁決依照政府規章成立的根除貪污聯合小組與一九九九年第三十一號反貪污法相衝突。雖然沒有人對其法律地位提出質疑，但是在國會通過二ＯＯ八年第三十七號法令國家調查署前，國家調查員委員會的地位是可能會遭到挑戰的。


� 見“House Launches Debate on Anticorruption Body,”Jakarta Post，2001年12月4日


� 見“Pembahasan Komisi Pemberantasan Korupsi Harus Terbuka dan Partisipatif,”Koalisi Ornop untuk Komisi Pemberantasan Korupsi新聞稿，2002年2月15日。 


� 見“Pemerintah Diminta Terbuka Soal Panitia Seleksi Pimpinan KPK”detikNews，2007年4月26日


� 非政府組織是推動KPK建立的主要力量。PSHK、TII、ICW 等非政府組織皆曾獲邀參與根除貪污委員會法內容的討論。Bivitri Susanti，作者面訪，雅加達，2007年10月5日。


� 見“New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Hailed,”Jakarta Post，2002年12月5日。


� 非政府組織不能參與根除貪污聯合小組和國家調查員委員會委員的遴選過程，因為其分別為檢察總長與總統所直接任命。公務員財產審計署委員遴選則有所不同。國會第二委員會擔負公務員財產審計署委員遴選任務，其接受各方提名並進行審核與遴選，因此，就過程論，公務員財產審計署委員遴選是較根除貪污聯合小組與國家調查員委員會公開的，但實際上，公務員財產審計署委員的遴選過程既不透明也不具參與性。見“Soal KPKPN Masyarakat Bisa Gugat "Class Action" DPR,”Kompas，2000年7月17日；“45 Nama Calon Anggota Komisi Pemeriksa Diplenokan,”Kompas，2000年7月6日


� 如表一所示，KPK委員遴選過程為後續反貪汙機構成員遴選所仿效的對象。


� Bambang Widjojanto，作者面訪，雅加達，2009年10月14日。 


� Romli著有兩本與貪污相關的專書，並曾擔任犯罪暨刑法協會(Masyarakat Hukum Pidana dan Kriminologi Indonesia)會長。但相當諷刺的是，這位反貪污專家因為涉及一宗採購弊案而目前入監服刑中。       


� Romli經常參與由非政府組織所召開的研討會與討論，並曾主持非政府組織為制訂貪污法院法草案而設的工作小組。


� 因為遴選理事會成員多有正職，因此，關於申請人資料彙整與篩選全由各小組合力完成。Adnan Buyung Nasution，作者面訪，雅加達，2009年10月24日; Todung Mulya Lubis，作者面訪，雅加達，2009年10月12日; Anung Karyadi，作者面訪，雅加達，2007年11月6日。


� Todung Mulya Lubis，作者面訪，雅加達，2009年10月12日。


� 許多申請人皆是不符資格的求職者，少數符合資格的申請人中則有相當比率對反貪污一知半解。Anung Karyadi，作者面訪，雅加達，2007年11月6日。


� Adnan Buyung Nasution，作者面訪，雅加達，2009年10月24日。


� Adnan Buyung Nasution，作者面訪，雅加達，2009年10月24日。


� Adnan Buyung Nasution，作者面訪，雅加達，2009年10月24日。


� See “Panitia Seleksi Berubah Sikap, Calon Pimpinan KPK Bisa Diusulkan oleh LSM dan Parpol” URL: http://cms.sip.co.id/hukumonline/print.asp?id=8935&cl=Berita. Accessed: 27 August 2009


� Bambang Widjojanto，作者面訪，雅加達，2009年10月14日


� 非政府組織透過社會大眾所提供的資料來匯集申請人的過往紀錄，當時公開募集資料的非政府組織為Demos與ICW。見“Menuntut Komitrnen Panitia Seleksi Untuk Membuka Akses Publik Atas Data Bakal Calon dan Pemilihan Pirnpinan KPTPK yang Berkualitas”Koalisi Pemantau Peradilan新聞稿，2003年10月23日。 


� Bambang Widjojanto為非政府組織最支持的候選人，他本身是印尼當地相當知名的人權律師，其於LBH主席任內也將該組織轉型為民主火車頭，挑戰蘇哈托的威權政府。然而，他並未獲得遴選理事會的支持，主要是因為他曾經於修憲期間率眾抗爭並於國會殿堂公開撕毀憲法。我所有面訪的對象不約而同提到該事件，其皆認為公眾撕毀憲法的舉動顯示Bambang Widjojanto過於情緒化並無法做好自我控制，因此並不適合擔任根除貪污委員會委員的職務。對此反彈，非政府組織相當清楚，因此，其策略目標是遊說國會議員選擇其它較不具爭議型的申請人。Adnan Topan Hosodo，作者面訪，雅加達，2008年1月11日。           


� 見“Activists Wary of Politics in KPTKP Selection”Jakarta Post，2003年10月29日


� Adnan Topan Hosodo，作者面訪，雅加達，2009年10月8日。 


� Marsillam Simanjuntak為非政府組織支持執法人員的特例。他是蘇哈托主政時期知名的人權運動份子，曾因涉及一九七Ｏ年代的Malari事件而遭到軟禁。他於改革時期曾獲任命為檢察總長，但在位僅待一個月左右。


� Danang Widoyoko，作者面訪，雅加達，2009年10月21日。


� 遴選理事會提名退休警官Taufiequrachman Ruki的決定引起非政府組織的反彈，但Adnan Buyung Nasution堅持該決定是正確的，因為Ruki雖曾為警官，但他大半生涯是待在國會，並非警察單位，而根據遴選理事會的調查，Ruki的同事皆稱許其為具誠信與不曾貪汙的人。Ruki而後順利當選首任KPK主席，其任內成功塑造KPK為印尼史上最強大的反貪污機構也驗證遴選理事會的選擇是正確的。Adnan Buyung Nasution，作者面訪，雅加達，2009年10月24日；見“Picks for Antigraft Body Down to Final Ten,”Jakarta Post,2003年12月7日;“DPR Diminta Jangan Ulangi Kesalahan Panitia Seleksi 根除貪污委員會,” URL:http://cms.sip.co.id/hukumonl


ine/detail.asp?id=9303&cl=Berita. 點閱日期:200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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